
8 附带民事诉讼--8.1 附带民事诉讼概述--8.1.2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附带民事诉讼成立的条件必须包括：

第一，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 

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它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即必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又在刑事诉讼中

解决。因此，只有刑事诉讼已经进行，才有可能进行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就谈不上附带

民事诉讼。但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的成立并不等同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因为刑事诉讼的审判结果有可

能是疑案从无，或被告人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法律规定却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 

第二，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的物质损失必须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这是附带民事诉讼成

立的必备条件。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 造成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物质损失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这里是指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

为犯罪的行为，而不是实际上确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要被告人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认为“构成犯罪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予以立案，那么该行为即为此处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便属于附带民事

诉讼的范围。 

（2）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或国家、集体的损失必须是物质损失。《刑事诉讼法》第 
 

101 条第 1 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 2 款 
 

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 36 条规定：“由于犯 
 

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 

 

失”，用的是“经济损失”。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律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失”，

而不包括“精神损失”。此外，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逃跑的同

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

获得足额赔偿的除外。 

在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初，法学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因为当时的民事损害赔偿理论与实践

也没有扩展到精神损失赔偿。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国际法学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法学界人

士看到日本、原联邦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美国等国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可以要求经济赔偿的法律规定

后，认为中国法律只有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值得进一步研究。特别是 1986 年中国民法通

则公布之后，这个问题反映的就更加突出了。《民法通则》第 120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

失”。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都受理了侵犯名誉权、荣誉权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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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样民法的立法和实践，同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就不一致了。在同一个国家里同类问题在不同的

法律中规定不一，显然具有其不适合之处。这也对进一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人权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 1996 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考虑到当时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比如：民事诉讼中也是最近才对生 

命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但对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的确定上尚未形成统一规定，而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会使附带民事部分审理难度增加，影响刑事案件的及时审理等，故没有对附

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作出修改。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1998）也作了同样的规定，精神损失不属于物质损失。2012 年《刑事诉讼法》和2018新修

订的《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院的《解释》（2012），相关条文仍维持原状。因此在现阶段，附带民事诉

讼的请求范围只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至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方面

的严重损害的，应当在刑事诉讼进行完毕、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确定以后，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3）被害人或国家、集体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的损失事实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必须要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非直接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应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如被害人

因伤害住院治疗，花在医治其他与伤害无关的病症上的费用等。直接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应

包括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所谓积极损失是指犯罪行为已经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如被害人已经支付

的医疗费；所谓消极损失是指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将来必然要遭受的物质损失，如被害人因伤在今后的生活

中需要继续治疗的费用。具体来说，一般的直接物质损失主要有 4 类：①因犯罪行为直接损毁的财物；②

用于被害人本身的费用。如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鉴定费、就医交通费、残疾用具费；③因陪护被害

人或料理被害人死亡后果而产生的费用。如陪护人员的误工费、护理费、住宿费、车船费，运尸费，丧葬

费，亲属的奔丧费等；④原由被害人抚养和赡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补助。现行的这种规定和解释，按照通行

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虽然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但是刑

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即对罪犯判处一定处罚的刑事审判活动本身，对于被害人而言

已经具有了精神抚慰作用。换言之，犯罪分子受到的刑事处罚对于被害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精神抚慰，因

而被害人无须再行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第二，就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而言，可以

说所有的犯罪都不同程度的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害。如果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在刑事诉

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致使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过于广泛，而且也

将严重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 

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很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国家对犯罪的处罚这种精神抚慰

并不能与以金钱赔偿为特征的精神损害赔偿相等同。前者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法对于犯罪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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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公权性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保护所有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其意义也主要体现在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上。而后者作为被害人对于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要求，

是一种私权性质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得到了经济上的赔偿。其意义也主要体现在对于个人损害的经济补偿

上，不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问题。第一方面的理由认为打击了犯罪就告慰了被害人，以及处罚犯罪就是对

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显然较大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的个体利益。这种传统的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来

代替或者统一被害人个人利益的观点，具有浓郁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不仅漠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

差异性，而且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现实情况也是不相吻合的。其次，第二方面的理由认为允许被害人

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刑事诉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在逻辑

上是不能成立的，在法律和事实上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法律上可以成立的精神损害绝不是抽象的一般意

义上的精神损害，不仅有其特定的范围，也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不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就是单纯的

民事诉讼中司法上也从来不受理超出特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同时，即便是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

害赔偿有可能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也不成其为否定刑事诉讼中可以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这不

仅是因为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在于诉讼效率与被害人的保护是两个

不同层次的问题，保障后者具有较前者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因而以牺牲权利保护来换取司法

审判的效率的观点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不公正的。 

（4）具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